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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关系的困境

———宗教与国际关系的视角

钮　松

（复旦大学，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

　　摘　要：韩国的中东外交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 了 很 大 的 拓 展，但 韩 国 与 利 比 亚 在 建 交３０周 年 之 际 双 边 关 系 陷

入困境。这种困境有两种表现：西式民主与世袭政治的政治价值观冲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价值观碰撞。从

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国际关系的演进以及权威世 袭 政 治 宗 教 化 的 实 质 而 言，韩 国 与 利 比 亚 卡 扎 菲 政 权 关 系 的 困 境，

主要基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凸显了基督教与伊斯兰 教 在 经 典 和 教 义 上 的 碰 撞，而 淡 化 了 基 督 教 为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西

式民主观与政治宗教化里的权威政治的冲突，而韩国则恰恰相反。这两者是韩利关系困境的本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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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的中东外交开始于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因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之故，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成为韩

国最早建交的中东国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韩国与部分中东国家的建交要么出于一种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

或准联盟关系（除与达乌德阿富汗在７０年代建交），如以色列（１９６２年４月）、约旦（１９６２年７月）、沙特阿拉

伯（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６日）、巴列维伊朗（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３日）和达乌德阿富汗（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８年）；要么为与

马格里布温和国家的一般性正常交往，如摩洛哥（１９６２年７月）、毛里塔尼亚（１９６３年７月）和突尼斯（１９６９
年３月）。越南战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为韩国中东外交的转型创造了新的契机，其中东外交逐渐突破军事

同盟或者政治偏好的约束而更加务实，并且因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而极为凸显其经贸因素尤其是石油

因素。韩国出兵越南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的增长并获得稳定的巨额美

援，并且获得美国对朴正熙政权建立“维新体制”的支持，这有力地确保了韩国经济腾飞的开始，不仅如此，

韩国对美依附关系有所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对美从属外交。韩国从越南撤军的１９７３年恰逢第四次

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以石油为武器对抗西方强国引起了经济飞速发展的韩国的关注，韩国和

欧洲一样开始在中东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政策，正因如此，韩国与中东主要产油国关系在此之后陆续建

交，韩国与利比亚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正式建交。

韩利建交的头十余年正值冷战末期，韩国的主要精力放在推进国内民主化之上，美国的主要精力投入

在与苏联的抗衡以及中东更为棘手的巴以问题和两伊战争，尽管利比亚长期以来的反美主义，利美双方龉

龃不断，作为美国盟友的韩国在利美双方之间地位略显尴尬，但此时韩利双边关系并无严重冲突。随着柏

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中国和中东，韩国民主化的转型以及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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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宗教的全球复兴促进了韩国的基督教海外传教，这为韩国的对外交往既带来了动力，也带来了阻力。尽

管韩利双边经济合作不断深入，２００９年韩国向利比亚的出口总额达９．７６２１１亿美元［１］，在利比亚的工程承

包项目达３１亿美元［２］，但权威体制的伊斯兰教背景的利比亚与西方民主体制的、强烈基督教背景的韩国

之间越来越因政治和神学价值观的差异而在政治关系上日渐艰难。在两国即将建交３０周年之际，这种根

本性的差异所导致的碰撞以两件事情表现出来：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５日，利比亚以涉嫌收集情报尤其是利比亚

领导人继承权的借口驱逐一名韩国外交官，而在同一天，利比亚逮捕了在利比亚从事传教活动的韩国侨民

具某，７月１７日，利比亚逮捕涉嫌向具某提供资助的韩国侨民农场主全某，韩国外交官员被拒绝探视，因此

有人指出：“利比亚政府是不是借侨民调查间接向韩国政府表示不满和施压呢？”［３］驱逐韩国外交官的事件

反映了韩利双方在政治价值观上的冲突，逮捕韩国传教士的事件则反映了韩利双方在宗教价值观上的碰

撞，就韩利双方而言，政治价值与宗教价值又存在着以宗教为实质的交织。

一、困境表现之一：西式民主与世袭政治的政治价值观的冲突

　　韩国立国之初，其首任总统李承晚虽在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有着长期在西方生活的经历，但

其就任之后以反对北方共产主义政权为由，拒绝在韩国推进民主化，朝鲜战争结束后，李承晚更是推行

权威政治。韩国民众开始了长期不懈对于民主的主动追求，在经历了长期的权威政治与军人统治之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韩国实现了民主化转型。韩国的民主化是观念民主与制度民主的齐头并进，就

观念民主而言，不是民主化培育了观念民主，而是观念民主培育了韩国的民主化，“市民社会在民主化政

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韩国的案例中尤为如此”［４］（ｐ．６６）；就制度民主而言，韩国以及实现了民选总统的

有序更替，并为避免集权而禁止总统连任，多数决民主的选举机制在韩国得到了确立。由于韩国长期处

在西方阵营之中，其民主化具有典型的西方色彩。

利比亚则是另一番情形，自从卡扎非１９６９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以来直至２０１１年，一直作为最高领

导人而存在。卡扎菲１９６９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达４２年，他建设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大程度

上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卡扎菲模仿毛泽东的“红宝书”而发行了其革命的指导性纲领《绿皮

书》，也认为要打碎旧有的官僚体系以便人民直接掌权。卡扎菲于１９７７年发表《人民权利宣言》以取代

临时宪法，并取消各级政府和议会，建立人民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宣称利比亚进入了“民众的时代”，

并改国名为“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卡扎菲从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９年写成三卷分别关于民主、经

济与社会的文章，最后汇编成《绿皮书》。《绿皮书》是卡扎菲对利比亚“乌托邦”式的思想的汇编，“每一

卷均涵盖了共同的主题：对现代国家固有的等级机构的不信任，和卡扎菲对通过官僚和行政机构的冷漠

机构剥夺个人直接参与管理他们自己生活的中间机构存在的厌恶”，“包含着国家虚无、人民在没有国家

机制下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等基本思想”［５］（ｐ．１０３）。卡扎菲的“直接民主”强调的是民众集会而坚决排斥

代议制民主尤其是选 举 制。多 年 来，利 比 亚 在 建 立 民 众 国 之 后 没 有 宪 法、政 党 和 选 举，卡 扎 菲 甚 至 在

１９７９年抛弃了所有的国家职务头衔，以“‘九·一’革命领导人”这个模糊的身份统治着利比亚，这就从

根本上排除了其绝对地位可能遭遇的任何非军事的挑战。即使在卡扎菲２００３年开始进行改革之后，他

对于代议制民主和政党制度的否定仍然依旧，他甚至于２００７年３月２日民众国制度成立３０年之际与

两位西方学者辩论民主问题，他继续认为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是５１％的独裁，“５１％———这不是民主。这

意味着那些４９％反对获胜者”，“利比亚不会逆流而动。但金钱的力量在实施统治……这是一种针对人

民尤其是穷人的国际独裁”［６］。即便如此，在西方看来，利比亚离现代自由与民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利

比亚是个典型的奇里斯玛式的权威领袖国家，卡扎菲也极有可能采取子承父业的权力移交方式。

卡扎菲次子赛义夫便是其政权垮台前外界公认极有可能接替卡扎菲权力的人，他在欧洲留学多年

深受现代西方民主思想的洗礼，因而他提出的许多政治改革思想与卡扎菲的理念大相径庭。２００７年８
月，赛义夫在欧洲和美国专家的协助下提出要制定利比亚自１９６９年以来的第一部宪法或“社会协定”，

确保独立的司法、中央银行和自由媒体。赛义夫认为：“重要的事情是拥有一部将用来组织利比亚人生

活的协定”，但他也不得不提到了一些“红线”，即“伊斯兰教和沙里亚法的实施……利比亚的安全与稳

定，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穆阿迈尔·卡扎菲”，他甚至指出：“利比亚将不会变成一个世袭体系；不会重返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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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７］。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１日，赛义夫访问美国并接受美联社的采访，他认为利比亚需要从卡扎菲一人

的统治中解脱出来和拥有宪政民主，他期待着２００９年９月前能实现民主选举以及类似于美国联邦政府

的利比亚中央政府。谈及宪法草案时，赛义夫认为：“它在利比亚人民的手中去为宪法而斗争，去修改宪

法，并且拥有一个利比亚人民选举出来而非我们指定的人组成的有效率的政府”，“假如你策划任何事情

围绕着一个人、一个家族或一群人，它永远也不会做好”，他将捍卫“宪法、民主和选举，如同任何其他国

家”［８］。在与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会谈时，针对赖斯提及的利比亚最为著名的被关押的持不同政见者、

民主活动家法海提·阿尔－加赫米（Ｆａｈｔｉ　Ｅｌ－Ｊａｈｍｉ），赛义夫指出：“这个案子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们敦促此人的释放”［９］。尽管赛义夫的言行当时代表着利比亚未来可能的前进方向，但当时的利比

亚仍在卡扎菲领导之下且对外开放不过数年的情势下，其想法更多停留在理念的层面。事实上，赛义夫

的言行越来越让卡扎菲所不能容忍，２００９年４月其设立的民营电视频道经营权被收回，而当年１０月，

赛义夫则公开拒绝卡扎菲让其正式担任要职的提议。与赛义夫和卡扎菲关系微妙变化所不同的是，倾

向保守势力的卡扎菲四子穆塔希姆则奉命高调访美，国际社会对于卡扎菲接班人的疑惑大增。

韩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情报官员就是在此情形下展开相关调查，但对于权威政府而言，接班人问题尤

其是世袭接班人则是一种禁忌，因此有人指出：“利比亚大动肝火认为韩国外交官将世袭接班人信息透

露给了美国和以色列，其原因就是世袭问题对于利比亚来说极为敏感。虽然韩国方面做的是正常的情

报收集活动，但对于利比亚而言，也有可能产生误会。”［１０］由于韩利双方在民主政治价值观上的迥异，韩

国对于利比亚未来究竟是走向次子赛义夫所向往的西式民主还是四子穆塔希姆所维护的权威统治有着

价值观上的倾向，因为“去年（２００９年）３月当利比亚抱怨韩国媒体和学校教科书都对领导人穆阿迈尔·

卡扎菲和整个国家持有负面描述时，关系开始变味了”［１１］，但这在利比亚接班人出现悬念之前，韩国也

绝无行动上的干预。

二、困境表现之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价值观的碰撞

　　由于朝鲜王朝时期对佛教的压制，佛教的影响力在韩国长期有限。而自基督教在韩国传播以来，长

期扮演了正面的形象。基督教在韩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军人独裁的民主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仅如此，韩国的政界人士和社会精英多为基督教徒，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韩国的对外国家角色。随

着韩国在现代化和民主化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公民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局面，各种宗教团体层出不

穷。而冷战的结束为宗教的全球复兴打开了缺口，韩国的基督教在此前提之下开始了海外传教。“随着

新近发展国家中教会数量的增长，它们开始承担起对世界福音主义更多的责任。”正如世界福音团契委

员会主席李泰雄所指出，韩国基督教传教的发展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１．韩国外交的发展便于韩

国人涉足世界各地；２．韩国经济的发展及工业出口为韩国人充织制棚者团契（Ｔｎｔｍａｋｅｒｓ）创造了机会；

３．韩国基督教会在数量和成熟度上具有增长；４．一大批韩国基督教领导人通过参加国际会议拥有了国

际视野［１２］（ｐ．３）。韩国基督教团体不仅在欧洲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进行“逆向传教”，而且也向伊斯兰

世界传教，其中重点就包括中东伊斯兰国家。

韩国基督教组织早在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５日便成立了“韩国伊斯兰研究所”（ＩＩＳ）作为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传

教的培训机构，其目的在于让传教士更多了解伊斯兰国家的详情，因为“在伊斯兰世界传教的方法应该既

非单边的也非威胁性的”，“首先的重视要放在获得对历史的、宗教的和文化的因素的理解上”，“有很大必

要去移除基督教 与 伊 斯 兰 教 之 间 冲 突 和 排 斥 的 围 墙，韩 国 伊 斯 兰 教 研 究 所 为 扮 演 如 此 角 色 而 得 到 建

立”［１３］。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６日，韩国伊斯兰研究所加入韩国“火炬三位一体神学大学院大学校”（ＴＴＧＳＴ），并

更名为“火炬三位一体韩国伊斯兰研究所”（ＴＴＣＩＳ）。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０日，韩国伊斯兰研究所创立双月所

刊《伊斯玛仪：我们的兄弟》，迄今已出版超过１００期。２００８年２月，该所发行半年刊《穆斯林－基督徒聚

会》（Ｍｕｓｌｉｍ－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韩国伊斯兰研究所举办活动多种多样，包括伊斯兰定期讲座和阿拉伯

语学习等，不仅如此，该所还举行每月一次的“伊斯兰福音化”讨论会。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９日，时任所长的全

在玉女士邀请在土耳其使役的Ｓｉｍ－ｇｙｕｎｇ传教士分享传教经历，该传教士尤为强调：“伊斯兰地区女性的

传教是伊斯兰地区福音化的突破口。并且，只有女性传教士才能胜任伊斯兰地区女性的传道。”［１４］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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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韩国伊斯兰研究所开展的对伊斯兰教及中东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帮助基督教团体和个人向中东地区传

教，为韩国基督教团体在中东的传教提供了思想和知识的基础。而基督教会的海外传教则是具体的行动，

世界第一大教会韩国“汝矣岛纯福音教会”就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韩国基督教团体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等中东战乱国家的传教活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正如一名韩国传教士接受英国ＢＢＣ采访时指出

的：“我们必须前往伊拉克和中东，即使我们成为殉道者”，“我们一定要种在十字架上，只有这样真正的和

平才会到来。传播耶稣的话语只能伴随着鲜血和牺牲而来”［１５］。

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是一个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世俗阿拉伯国家，尤其是１９６９年“九·一革命”

卡扎菲夺取政权以后，其世俗化不断推进。卡扎菲推行阿拉伯民族主义，向往阿拉伯统一；在政治上效

法纳塞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在利比亚，伊斯兰教与政权实现了分离，伊斯兰教仅仅退守个人信仰领

域，其政治影响力极其有限。随着埃以媾和以及随后纳塞尔的去世，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

都遭遇重大挫折，面对伊斯兰世界日益崛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压力，利比亚领导人也开始更多地为

自己包装上伊斯兰的外衣。正如著名伊斯兰教史教授埃斯波西托所言：“卡扎菲对伊斯兰教的诉求受其

个人虔诚及其国家的社会政治现实所影响。”［１６］（ｐ．８０）尽管如此，卡扎菲仍然拒绝严格的伊斯兰教法，他

“解释古 兰 经 以 证 明 其 观 点 的 合 法 性，并 且 制 造 出 不 被 伊 斯 兰 原 教 旨 主 义 者 接 受 的 激 进 伊 斯

兰”［１７］（ｐ．２５７）。利比亚穆斯林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９６．５％，基督徒只占３％，“在整个中东，穆斯林放弃伊

斯兰转向耶稣基督，为了他们的信仰面临着骚扰、逮捕，甚至死亡”，“一个利比亚基督徒被系在篮球架上

并被警察反复击打”［１８］（ｐ．１５５）。因此，无论是利比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穆斯林群体还是卡扎菲的官方伊

斯兰都不能接受穆斯林的改教及基督教团体在穆斯林中间的传教活动。

需要明确的是，卡扎菲并不反对基督教团体在利比亚向非穆斯林的传教活动，“甚至基督教传教士

团体传播基督教的活动也受到欢迎，因为至少他们是祈祷的宗教”，“卡扎菲坚申他并不愿将基督徒转变

成穆斯林”［１９］（ｐ．２４７）。尽管卡扎菲对于基督教团体的传教活动有所鼓励，但传教士进入利比亚还是会受

到严格的审查，如“许多年前，前线事工会（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派出一些人到利比亚，他们因散发《路加福音》而被

逮捕 并 关 到 肮 脏 的 监 狱 里 达８年”，“利 比 亚 被 认 为 是 一 个 封 闭 的 国 家，因 为 他 们 不 给 传 教 士 签

证”［２０］（ｐ．７５）。韩国传教士应该是以普通身份进入利比亚传教的，而利比亚政府对这些韩国传教士的活动

并非全然不知。此次被逮捕的韩国传教士具某已在利比亚传教８年，利比亚在容忍８年之后突然逮捕

具某，原因众说纷纭，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具某和全某“被利比亚情治部门官员进行特别调查，因为

他们被怀疑卷入了在利比亚的韩国情治人员的间谍活动”［２１］。总而言之，尽管韩国传教士在利比亚不

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遭受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绑架和杀戮，但在利比亚世俗化的权威政府那里，仍然

会以宗教借口来处理政治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基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宗教价值观上的差异和碰撞。

三、韩利双重困境的真实内涵：宗教与国际关系的视角

　　从韩利关系的双重困境事实来看，利比亚２０１０年６～７月驱逐涉嫌搜集卡扎菲世袭接班人的韩国

外交官与逮捕韩国传教士及侨民并非孤立的两起事件，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背后有着深层

次的宗教意味，这种宗教意味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之下尤为明显。

（一）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国际关系之关系演变

现代国际关系建立的起点是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基于欧洲历史因德意志宗教战

争而引起的欧洲两大宗教阵营的战争所带来的３０年的动荡与破坏，欧洲国家决心利用此次机会一劳永

逸地解决欧洲历史上自宗教改革以来层出不穷的因宗教引起的战争问题，各国达成协议，给予德意志境

内的基督新教以合法性，允许基督新教与天主教并存发展。这项决议的深层含义是，基督新教从此在整

个欧洲获得了承认，不再是政治上的异端，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不得互为干扰，君王拥有境内宗教的管辖

权。由于宗教战争给君主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和震撼，宗教在欧洲被视为混乱、无序和战争的导火索，当

宗教问题在欧洲业已解决之时，宗教便实质上从欧洲国家的内政以及国家间政治中放逐了。由于宗教

问题获得了解决而不再成为问题，欧洲国家又在神圣的宗教去政治化的基础上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的

神圣原则，即民族国家的独立实体地位、国家间互不干涉内政、国家的主权不可随意剥夺。此时现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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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国际关系只存在于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之间，随着欧洲列强开辟的全球时代的到来，欧洲的

国际关系准则向全世界推广，世界各国都纳入了现代国际关系之中。

由于奠定现代国际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是为欧洲量身打造的，因此在向全世界推广的过程之

中，这种原则实质上就被打破，为现代国际关系带来了很多制度的缺陷。

首先，互不干涉原则受到破坏。在欧洲国家看来，欧洲之外的地方是方外之地，根本不配享有国家

的权利，尤其是殖民主义时期，欧洲列强甚至摧毁了许多国家原有的国家框架，欧洲在坚持欧洲不干涉

的同时干涉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事务。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和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欧洲列强仍

然在很大程度上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不仅如此，欧洲干涉的常态化又导致了欧洲内部的干涉，

法西斯主义便是明证。其次，民族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的裂痕逐步扩大，其矛盾延续至今。欧洲以民族

为单位确立了国家的范围，民族国家的主权也就是民族的主权，而主权原则在多部落制国家和东方帝国

移植之后，民族国家的原则便遭受重创，而不干涉内政原则又失去了对欧洲以外各民族权利的保护作

用，这一点又蔓延至如今的欧洲。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欧洲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没有了单一民族的国

家，许多新的“隔都”出现。最后，基督教从１７世纪的放逐走向回归当今的国际关系。当时的国际关系

就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国际关系，当国际关系扩展到全球之时，各种被边缘化的民族和国家在不成功的

现代化所带来的困境或成功的现代化所带来的腐败、堕落之中重新本土化，尤其在伊斯兰世界，这种重

新本土化非常明显。冷战结束之后，宗教式的意识形态的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以及资本主

义和共产主义冷战让位于政治化的宗教思想对于异质思想的战斗，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伊斯兰极端主

义和恐怖主义。面对这种在基督教世界和非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化宗教的挑战及其自醒，基督教又回到

国际关系的视线之中。从国际关系实践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来看，“全球性宗教复兴，尤其是当代影响

国际关系的三大宗教性运动（政治伊斯兰的兴起、美国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和拉美解放神学的发展）

以及极具宗教性的三大事件（伊朗革命、波兰变局及其东欧剧变以及震惊世界的‘９·１１’事件），给予忽

视宗教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当头棒喝，而那种认为宗教将日益个人化、边缘化和世俗化的西方现代化理论

也像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那样轰然倒塌”［２２］。就基督教与国际关系之关系而言，美国式的神权政

治的全球拓展及基督教世界传教运动的兴起是显著的标志。

伊斯兰教与现代国际关系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对于伊斯兰教世界整体而言，伊斯兰教并未在威斯特

伐利亚原则中有所描述，因而其从未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被放逐。伊斯兰教在中东的崛起和发展带来了

阿拉伯民族的形成，在与各种偶像崇拜和多神教的征战中建立了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在帝国内部形

成了信仰者的共同体，穆圣以及四大哈里发时代，伊斯兰教本身并未成为问题。第四任哈里发继承人的

政治争议引发了宗教内部的争端，伊斯兰教因此而逐步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什叶派的诞生本身就是

宗教政治化的后果，两派的争端并未超出帝国的范围。四大哈里发之后，伊斯兰帝国实际上已经背离了

穆圣初创、四大哈里发时期完善的政教合一的乌玛，走向了君权和教权分离的道路，但两者的界限模糊，

总体而言，君权高过教权，这种体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更是得到强化。《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时，

中东伊斯兰世界处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在基督教欧洲看来，奥斯曼帝国根本不在它们的国

际社会之中，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战争不断或保持着脆弱的和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奥斯曼

帝国的战败，欧洲列强才有可能将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带往中东伊斯兰地区，它们“事实上将威斯特伐利

亚体系强加于它，并强行将其转变成一组基于种族来确定的民族国家”，“阿塔图尔克显示出必要的美

德，并拥抱西方民族国家与欧洲化将其视为土耳其进步的关键”［２３］（ｐ．３９）。欧洲国家虽然遵循民族自决的

原则创造了现代土耳其并考虑了阿拉伯人的自决权利，但出于战略考虑而否决了统一的阿拉伯人国家，

阿拉伯世界整体上处在英法意等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但沙特阿拉伯是个例外，沙特王国的前身纳季德

王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而获得了国际关系所承认的主权国家地位，其主权国家领土的扩展及国

家地位的提升因其有力的大国外交战略而不断实现［２４］。

尽管二战后所有中东伊斯兰国家均获得了独立并成为主权国家，无论是阿拉伯国家还是伊朗都在

参与国际关系时遵循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甚至利用这些原则来抗击西方的强权。即便如此，伊斯兰教仍

然是维系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纽带，对于伊斯兰国家而言，存在着两种国际关系：一种是威斯特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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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国际关系，它们以此种原则与非伊斯兰国家进行交往；另一种是伊斯兰的国际关系，在中东伊斯兰

国家内部，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内部，威斯特伐利亚的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等原则让位于模糊的乌玛观念，

尤其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物理边界并非不可随意跨越，阿拉伯国家之间很少有本国和外国概念。如数

万寻求阿拉伯统一的利比亚人穿越边界进入埃及，加沙难民推倒边界进入埃及，更为极端的是１９９０年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多数阿拉伯人看来这是阿拉伯－伊斯兰内部的事情，与威斯特伐利亚的国际法无

关。“贯穿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主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对西方在这场危机中的干预，即便它不公开

支持萨达姆和伊拉克，也不谴责对科威特的入侵”［２５］（ｐ．１７５）。只有亡国的科威特不得不进入威斯特伐利

亚的国际关系来解决其在伊斯兰的国际关系中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阿拉伯内部呼吁萨达姆退出兄弟

的科威特，但吸收美国驻军的科威特和沙特却也受到来自伊斯兰角度的谴责。阿以问题的长期悬而未

决、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以及西方主导的海湾战争所导致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分裂，这些都促进

了后冷战时代伊斯兰教从伊斯兰国际关系延伸至威斯特伐利亚的国际关系。不仅如此，伊斯兰教自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其传播地域有了很大突破，穆斯林从中东向欧美国家移民并定居、繁衍，因朝鲜战争土

耳其军队之故，伊斯兰教也重新开始了在美国化程度较深的韩国的自由发展。如果说“９·１１”事件是中

东伊斯兰极端分子向西方世界的远距离作战，那么西班牙“３·１１”事件则是欧洲本土伊斯兰极端主义与

中东母国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合谋。西方国家在意识到基督教回归现代国际关系的同时，也观察到长期

处在现代国际关系之外的伊斯兰教正突破伊斯兰－阿拉伯的藩篱进入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区域，而这种

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形象被激进政治诉求所劫持。冷战结束前后，弗朗西斯·福山首先在《历史的终

结》一文中谨慎提及政治化的伊斯兰可能引发的问题；威尔弗雷德·史密斯随后在《宗教的意义与终结》

一书中呼吁放弃“宗教”，以“积累之传统”和“个人之信仰”取而代之，以最大限度排除政治的干扰；亨廷

顿最后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淡化宗教，将伊斯兰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参与弱化

为伊斯兰文明的参与及其引起的文明冲突。以上三者的思想一脉相承，代表了西方学界对伊斯兰教与

国际关系之关系的担忧。这也揭示了伊斯兰教与国际关系的密切关系。正如朱威烈教授所言：“不了解

伊斯兰教，就很难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交流和沟通，更遑论推动它们的改革了。”［２６］

（二）权威政治世袭领导人的政治宗教化实质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宗教政治化是宗教参与国际关系的一种变体，而政治的宗教化则是另一种情形。马克斯·韦伯将

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分为３种：１．“理性基础”，即体现“法律的权威”；２．“建立在古老传统的神圣性和将权

威施于他们身上的那些人的地位的合法性之上的传统基础”，即“传统的权威”；３．“奇里斯玛的基础”，建

立在“特有和例外的神圣性、英雄主义或某个个人的典型性格”基础之上，即“奇里斯玛的权威”［２７］（ｐ．４６）。

传统权威的领导人多为君王，在基督教的欧洲，君王的合法性来自于上帝，即君权神授。宗教改革之前，

各国君王需获得教皇的加冕；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新教国家君王与教廷断绝关系，君王成为该国新教的

世俗领袖。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君王的合法性来自于抽象的“天”，中国的自然实体精神影响了中国宗

教的发展，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中国人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这个宗

教尊崇天为最高力量”［２８］（ｐ．１２６）。奇里斯玛式的领导人多为军事征服者，他们缺乏神学的权威，但因超凡

的个人魅力而具有另一种权威。奇里斯玛式的领袖是介入传统政治与理性政治的中间阶段，是一种超

常规的政治模式和领导方式，因而所拥有的权限超乎想象。不仅如此，自发与鼓动的个人崇拜成为常

态，领袖的命令必须完全服从，领袖活动的地方成为圣地，领袖的话语便是经典，为了领袖而不是国家可

以牺牲一切。奇里斯玛的权威政治走向了宗教化，领袖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异化。“奇里斯玛，是

一个绝顶的主体间性的社会种类”，“它表明了领导人与跟随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从奇里斯玛向机制性的

宗教转型的基础。”［２９］（ｐ．４４）

由于伊斯兰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相对滞后，奇里斯玛式的领袖在中东层出不穷。伊斯兰教尤其

是逊尼派严禁偶像崇拜，因此伊斯兰国家里奇里斯玛式的权威领袖必须最大限度地在伊斯兰教的框架

内出现，以信仰的守卫者自居。由于穆圣是伊斯兰教的封印先知，因此权威领袖也无法在宗教上获得与

真主直接面对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伊斯兰教国家权威政治走向某种宗教化。但由于伊斯兰

国家部落制的残余，民众易于产生对权威领袖的政治崇拜，甚至认可其世袭接班人，这种政治崇拜与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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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信仰混杂在一起，权威领袖实际上获得了一种准先知的地位，即近似于真主的代言人，权威领袖将

伊斯兰教变成了自己的宗教，真主的意愿与权威领袖的个人意图界限模糊。如利比亚的卡扎菲，“与大

部分伊斯兰空想家不同，卡扎菲的原教旨主义具有原始的品质，来自于他个人围绕《古兰经》而来的伊智

提哈德（创制）。”［３０］（ｐ．１９１）而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领导人则具有在宗教上实质的权威地位，长期以来，什叶

派将阿亚图拉视为“安拉的迹象”。巴列维国王最后的代理首相巴赫提亚尔在法国建议“阿亚图拉霍梅

尼如同教皇一般行事，通过使库姆这座城市成为自治的宗教城国，他将能践行宗教并以如天主教教皇同

样的方式进行运作。”［３１］（ｐ．１７）但霍梅尼加以拒绝，他需要的是整个伊朗，在他看来，伊斯兰教与政治本无

区别。如他举例说道：“伊斯兰教所实行的礼拜形式通常与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及社会构建（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
ｃｉｅｔｙ）有关联。”［３２］（ｐ．１１８）因此，什叶派奇里斯玛式的权威领导人在政治宗教化的过程中加强了其在伊斯

兰什叶派中的至尊地位。

（三）从宗教与国际关系的视角看韩利关系困境的本质

从韩国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关系的困境第一重表现来看，西式民主与世袭政治的政治价值观冲突实

则体现了韩国建立的现代民主政治所依赖的基督教基础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可能迈向世袭权威政治所导

致的政治宗教化之间的冲突。韩国的基督教对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翻韩国军人权威统治、建立现代民

主政治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大韩民国自建立之初，其未来国家发展的框架便是美国所主导的，而

西式民主的核心价值观便源自于基督教文明。由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挽救了韩国的生存，这使得韩国

对于西方有着深厚的感激之情。不仅如此，韩国基督教的发展也在韩国树立了极为正面的形象，韩国民主

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基督教文明所蕴含的西式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在韩国真正推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

是与专制主义、权威主义斗争的过程。卡扎菲的权威统治当时已达４１年，其在利比亚获得了绝对的权力，

这种权威政治的宗教化程度十分明显，卡扎菲俨然真主的代言人。不仅如此，伊斯兰教的解释也被其用于

政治目的之中，卡扎菲是伊斯兰教框架之内的另一种政治宗教的领袖，韩国对于卡扎菲世袭接班人的调查

和情报搜集不仅是表层的政治价值观冲突，更是基督教核心的民主价值观与权威主义政治宗教及其观念

的深层矛盾。

从韩国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关系的第二重困境来看，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宗教价值观的碰撞则体现了

一神教之间的相融问题。一神教起源于犹太教，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圣经》被基督教吸收，并将记载耶稣及

其门徒事迹的《新约》作为新的经典。伊斯兰教的出现建立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基础之上，《古兰经》吸收

了《圣经》的诸多内容。由于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信奉的是共同的唯一的神（上帝／安拉），伊斯兰教

又是诞生最晚的一神教，因此伊斯兰教承认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经典，将其信徒称为“有经人”。伊斯兰教只

承认穆圣是封印先知，伊斯兰教是封印宗教。《古兰经》里指出：“真主所喜悦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舍

伊斯兰教而寻求别的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他在后世，是亏折的。”（仪姆兰的家属章：１９
和８５）这就为穆斯林明确了一个事实：舍弃伊斯兰教而改信其他任何宗教都是不允许的，离教者往往面临

不同的处罚，叛教者甚至会遭到极刑。如同犹太教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救赎人类的上帝之子一样，基

督教不承认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甚至认为其是“敌基督”，因为伊斯兰教只承认耶稣乃先知之一但非上帝

之子，这与《圣经》有着根本性的碰撞。《圣经》指出：“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

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约翰一书：２２和２３）基督教

认为伊斯兰教虽恪守“信主独一”，但否定耶稣实则否定了上帝，因而在教义上是误入歧途的，因而有向穆

斯林宣扬“真理”的责任；而伊斯兰教则认为自己为封印宗教，并严禁穆斯林改宗信仰，基督教否定穆圣作

为最伟大的先知的地位实则否定了真主。正是两教之间在纯宗教经典和教义上的本质矛盾，才导致韩国

传教士向利比亚穆斯林的传教在伊斯兰教世俗化的利比亚遭致高度的警惕。

四、结语

　　从韩国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关系双重困境的联系来看，伊斯兰教世俗化的利比亚最为看重卡扎菲

世袭接班人问题，利比亚奇里斯玛式领导人的政治宗教化使得卡扎菲有着超凡的领袖地位。但毕竟这

种统治方式与主流的理性的民主政治不相符，而且当时作为卡扎菲有可能的接班人之一的赛义夫也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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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了利比亚式的君主制，因此卡扎菲在此问题上对于韩国外交官收集情报的不满情绪无法正常表现出

来，逮捕韩国传教士便成为发泄对韩国不满的新方式。卡扎菲凸显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经典和教义

上的碰撞，而淡化了基督教为核心价值观的西式民主观与政治宗教化里的权威政治的冲突。不管怎样，

这两种宗教型的（政治宗教的和纯宗教的）碰撞与冲突构成了韩国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关系的结构性困

境。作为国际关系中的纯粹的宗教之间可以建立对话，但国际关系中的权威政治国家与西式理性民主

政治国家之间的宽容性则要小得多，如韩国在教科书里称利比亚为“独裁国家”，却尽量回避基督教和伊

斯兰教及其关系问题。卡扎菲不过是打伊斯兰牌而为其政治宗教的世袭接班人谋求合法性。尽管随后

韩国政府派出官员到利比亚修复外交关系，但这种恢复是暂时的，韩利关系的深层次困境无法从根本上

摆脱。随着２０１０年底“阿拉伯之春”开始袭卷阿拉伯世界，２０１１年２月开始的反卡扎菲政权示威逐渐

演变成利比亚内战，随着目前卡扎菲政权垮台和卡扎菲本人的身亡，韩国与该政权之间的困境不复存

在，但利比亚未来的宗教与政治走向对于韩国而言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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